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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着眼于和谐社会对人性和谐的要求，立足于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统一的人性维度，阐明了理性与非理性的本质、表现和功能，理性与非理性失衡的理论现实表现及其弊端，实现理性与非理性和谐统一的理论与实践对策；论证了在理论上从近代理性主义到现代非理性主义再发展到“两极中介化”的理性与非理性辩证统一观念的必然趋势，在实践上消除理性极端化的“理性人”现象和走向非人的极端非理性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凸现出构建和谐人性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和谐社会　人性和谐  理性　非理性  对立统一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和谐社会与人性和谐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人性自然是和谐的，人性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构建和谐社会有赖于构建和谐的人性。本文立足于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统一的人性维度，试图通过理性与非理性的理论发展及其实践表现，透视出构建理性与非理性和谐统一的人性，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和谐社会要求人性和谐，人性和谐要求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统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是指以人为主体的和谐发展状态、和谐发展进程、和谐发展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精神文化基础的构建，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的构建。而这些都取决于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的前提要求是人性自身的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指人的自然性、社会性、精神性的全面和谐发展，其实质是使人成为健全、完整的人。一个具有健全人性的人是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自主意识的和谐统一。

现实存在的人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统一体。现实的人性即表现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并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来源于动物界又超越于动物界的人，一开始就是一种二重性的存在物，即是作为兽性的非理性因素和作为人性的理性因素的统一体。这种二重性的矛盾存在，并没有也不会随着人类的走向文明而消失，却倒会越加地趋向和谐统一。

首先，理性是最基本的人性。

人是实践中的理性存在物，这是人区别于物的根本特点。什么是理性？从理论上说，理性就是人类以唯物的态度对事物进行观察和研究，从而发展成科学，形成了逻辑。这种科学和逻辑就是理性。而尊重科学和符合逻辑的行为方式，就是理性的表现。理性主要表现为人的认知、理智、思想、逻辑化和系统化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方法和能力等。理性的基本特征是自觉性和逻辑性。理性活动是一个有意识的活动过程。理性主要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分析、综合等一系列逻辑的手段和方式来认知和把握世界，表现为判断推理能力和记忆计算能力等。它虽然建立在人的先天遗传的生理基础上，但主要是人在后天实践和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积累和发展起来的。人类走出混沌状态以后，便进入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时代越向前发展，人类的理性化程度越高。在对象化关系中，人的理性作为一种能力主要表现为认识把握自我的能力、认识把握自然的能力和制定遵守社会规范的能力。

    认识把握自我的能力。人作为“理性动物”，首先就是具有自我意识，能够认识理解自我，控制把握自我。这是理性在人与自身关系上所表现出的自我驾驭能力。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因此也不能把握自己，它的活动完全是凭本能需要，纯粹是“跟着本能走”。而人对自己的生命需求、欲望、情感等，则不单是凭本能的自然流露，而是要经过理性的理解和反思，判断其是否合理，然后才开始活动。在许多情况下，人需要通过理性抑制自己的情感和欲求。人如果失去理性，就会失去人性而堕入兽性。越有理智的人，越少凭感情冲动、心血来潮办事；越喜怒无色、三思而后行，越能凭借心中自有的理性尺度去评判一切，由此决定自己的态度与行为。所以，增强理性是与增强自我意识、增强人性联系在一起的。

    认识把握自然的能力。人既“脱胎”于自然，又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对象化于自然。在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中，深刻体现出人的认识和把握自然的本质和规律的能力。这是理性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所表现出的认识和驾驭自然的能力。动物对自然的“认识”只处于感觉的水平之下。而人则能通过理性思维得到关于自然（包括人化自然）的必然性和确定性的认识，即获得科学真理。所以，提倡理性是与提倡科学、反对经验主义、反对宗教迷信和愚昧联系在一起的。

    制定并遵守社会规范的能力。人作为理性动物，集中体现为它的社会性。人是以社会的形式存在的，同时社会又是由人构建而成的。康德说：“人的理性为自己立法”。自觉立法又自觉守法，这是理性在人与社会关系上所表现出的认识驾驭社会的能力。人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存在物，为了维持社会的生存和运转，必须依据理性建立社会规范，诸如制度、法律、道德等。理性之所以能确定规范，在于它能够排除个体的各种特殊性和差异性，只承认一般性，要求人们按照共同确定的社会公理来行事。这种社会公理作为当然之则，犹如自然科学中的定理、公式这些必然之理一样，一旦被确定，就具有客观化的、不依个别意志为转移的性质。所以，强调理性，是与强调社会规范、建立法制社会联系在一起的。

理性及其上述表现告诉我们，理性在其作用上既表现为对人性的确认，又表现为对人性的约束。人性的最高表现是理性。没有达到理性高度的人，还没有真正达到人的水平。感觉和心理不仅人具有，动物也具有。人之所以成为人，正在于他有理性，而不是只凭感觉、情绪和本能来观察处理问题。恩格斯说，人类的思维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是自然界经过亿万年发展才凝聚起来的精华，人正是由于获得了这种精华，才使自己真正地对象化于自然界，确立起自己的主体地位。人类获得的理性，不仅用于认识把握变革自然，得到比动物更多、更丰富的生活资料，而且要用于约束和修炼自己，增进社会性，使其真正成为社会化的人。增进社会性意味着使自然性越来越受到社会性的约束或调控。理性是最基本的人性，人性的约束要靠理性，通过理性建立一系列社会规则，规范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使人的活动有序化。

    其次，非理性是人性的一部分。

    理性是使人成为人，不流于动物的标志。这并不意味着人就是纯粹的理性动物。没有理性当然就不是人，只有理性也不是完整的健全的人。因为人毕竟脱胎于兽，现实的人在具有作为超自然性的理性这一根本特性的同时，还具有自然性的一面，这种自然性相对于理性来说就是非理性。

    马克思说：人的感觉、情欲等“不仅是狭义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界）的真正的本体论的肯定。”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但思维和理性决不是人的本质的全部，“完整的人”是需要丰富的人，不仅要通过他的“思维”，同时还要通过“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包括“直观、情感、愿望”及“爱”等等，“实现对人的现实的占有。”①非理性作为人性的一部分，它是指人脑所具有的一种非逻辑、非条理、非顺序化、不自觉的推动人们认识和行为的精神属性，表现为直觉、意志、情感、欲望、本能、灵感等。非理性主要源于人的生理本能，而不是思维活动。它不以科学为前提，也不尊重逻辑。诸如，尼采的强力意志是一种创造一切、接受一切和超越一切的奔腾泛滥的力的海洋；弗洛依德的潜意识是人的原始的本能和永恒的冲动，是人的全部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内驱力。非理性的基本特点是自发性和非逻辑性。非理性活动是一个无意识的活动过程。它主要借助于感性直观、直觉顿悟、心理感应、体验、冥思、信仰等方式来认识和把握世界。非理性虽然也根源于人的实践生活，但主要受人的遗传和生理、心理等要素的影响。如果说理性是人高出于动物、确认和约束自我的表现，如同弗洛依德描述的“超我”，使主体服从和适应特定的规范和程序，那么，非理性则是人的动物性的延伸，是人的本能的表现，它相当于弗洛依德的“本我”，总是诱使主体去追求本能的快乐和享受。

相对于理性来说，非理性的作用是受限的。非理性作为人性的一部分，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坏东西，它对于现实的健全的人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有其合理的一面。人的活动总有情绪情感的因素贯穿其中，并受到情绪情感的激发或抑制。马克思说：“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所以是有情欲的存在物，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②实践的主体是知、情、意相统一的整体，实践主体能力的发挥不仅取决于知识的主导作用，而且总是伴随着主体对客体的情感体验和意志努力。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③情感等非理性与理性相辅相成，扭结互动，对人的认识进程以及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作用，它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着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发展。非理性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以及它发挥作用的程度，均取决于理性的牵引或调控。实际上，现实人的精神属性中理性和非理性是不可分割、辩证统一、浑然一体的。正如维特根斯坦指出的：“语言游戏”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它象我们的生活。④人的“生活”总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

二、理性与非理性失衡的理论与现实

首先，理性与非理性失衡的理论表现。

理性与非理性作为人性中相互如影随形的基本要素，是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丹尼尔·贝尔指出：“西方意识里一直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意志、理性与本能间的冲突。”而在交织着理性与非理性矛盾的西方文化发展中，“理性判断一直被认为是思维的高级形式，而且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将近两千年。”⑤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哲学家大都是理性的崇拜者，把理性奉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形成了渊远流长的理性主义传统。19世纪中叶以后，理性遭受到了多方面的有力而持久的轰击，非理性引起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以至片面地发展成为非理性主义潮流，并扩散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导倾向。当然，这期间也伴随着对理性与非理性辩证统一关系的不同程度的理解与探讨，但主流是体现“非理性主义”的张扬对“理性统治”的否定。从以柏拉图、笛卡儿、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宣言”到以叔本华、尼采、萨特为代表的“上帝死了”以及当下比比皆是的研究非理性的报章文献，都表明了这一特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理性与非理性本来就是人性中统一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要素，离开理性的非理性和离开非理性的理性，人就不是一个现实的、完整的人，社会也就难以成为现实的、和谐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这个基本事实。
因此，实现从“理性”与“非理性”的两极对立到“二者辩证统一”的中介的飞跃或转化，即从否定了“理性”思潮的“非理性”思潮走向对“非理性”思潮的辩证的否定，建立起理性与非理性辩证统一的哲学观，不仅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的必然要求，也是关于人性中理性与非理性的理论观念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次，理性与非理性失衡的现实表现。

理性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界的根本标志，是最基本的人性；而非理性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天然的成为人性的一部分，并且在人的存在和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发挥着它们的相应作用。人本来就是一种具有二重性的矛盾统一体。理性和非理性本来就是人的精神属性中不可分割、互动统一的两个方面。二者各有其功能，谁也不能妄想替代对方。因为“每一方都依靠另一方而获得自己的真实性。如果其中一方决定性地征服了另一方，那么它也就因此而立刻摧毁了本身。”⑥理性与非理性矛盾的双方一旦失去了平衡，人就不成其为一个健全的人。理性与非理性的失衡，亦即二者各自走向极端化主要表现为理性极端化的“理性人”和走向非人的极端非理性。

理性极端化的“理性人”。理性与非理性失衡的一种基本的理论倾向是在历史发展中被非理性主义否定了的理性主义。理性固然是最基本的人性，但若走向极端，则是违背理性与非理性和谐统一原则的。它在理论上错误，在实践上有害。理性主义过分地偏重逻辑，无限地提高理性的地位，夸大理性的作用。它把理性推到了极致，造成因抽象而遗留了细节，剥夺了对象的丰富多彩，导致个性的机械刻板、思维方式的简单化、缺乏创造力。同时，理性主义会把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脱离了一切欲望和感情冲动的“理性人”。正如同我国当年的“马列主义老太太”所表征的那样，这种“理性人”是只知按机械原则行事、感情冷漠的、毫无激情和人情味的、缺乏灵性和生机的不完整的人。
    走向非人的极端非理性。非理性作为人性的一部分，它对人类自身的思维和创造大有好处。所以说，我们不能一概否认非理性。我们要否定的、要反对的是失去理性调控的非理性的盲目扩张和对它的绝对化认识。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生，即表现为对理性主义的矫枉过正。它是理性与非理性失衡的另一种基本理论倾向。它抬高非理性的地位、夸大非理性的作用，把人的本能和性的冲动作为原始的内在驱动力置于人的理性之上，使人成为欲望和感情的奴隶。表现为非权威化倾向、非意识形态化倾向和非理性化倾向等。走向非人的极端非理性表现在现实中，诸如斗殴、凶杀、抢劫、强奸、绑架、弃婴、邪教、投毒、吸毒、恐怖活动、贩卖人口、侵略战争以及平时的感情用事、乱发脾气等等。这些以意、情、欲为代表的失去理性控制或在理性纵容下的极端非理性，也就是表现在哲学上的荒诞无稽和逻辑混乱，表现在心理学上的人的原始欲望和本能，表现在伦理学上的违背人伦之举，表现在宗教学上的背离神祗的异端，表现在法学上的越轨行为或违法行为，表现在政治学上的缺乏理智的、盲目的政治手段乃至暴力或战争杀戮，表现在社会发展观上的单纯经济发展观以及人对自然的盲目掠夺等等。
现代人类频发的、罪恶的非理性表现简直是司空见惯。究其原因，在于混乱而让人神经处于高紧张的经济态势，在于变幻无常、令人难以捉摸的政治风云，在于极具煽动性的、投合人的各种迷茫情绪和对世事难解的苦闷的邪教仪式，在于疯狂的、变态的现代音乐和所谓现代电影电视以及其它样式的艺术形象的充斥，在于生活中让人难以意料的也让人难以想象的各类奇怪的令人百结顿生的现象。这些原因主要表现在科学和生产畸形发达的西方社会中。当然，在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时期的其它国家，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

如此看来，在理论发展中先后呈现出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两极对立状态中，在社会上的人先后呈现出的“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和“弱化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的事实面前，实现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统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

三、如何实现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统一

首先，在理论上实现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统一。

在经历过从近代的理性主义到现代的非理性主义的转变之后，必将发生向消解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极端化或片面性，实现理性与非理性辩证统一观的转化。广大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正在于适时促使这一转化的完成，即促使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从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两极”到二者统一的“中介”的“统一化”时代的来临。

其次，在实践上实现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统一。

要增强人的自我意识，明确人本来就是具有二重性的存在物这一事实，不断消除理性极端化的“理性人”现象和走向非人的极端非理性行为，构建和谐人性，提升人的素质。这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充分发挥理性和非理性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积极作用，防止和控制其消极作用，使二者在和谐统一的人格中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统一，必须以理性为主导。理性与非理性作为人性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其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平分秋色的。作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理性是主要方面，非理性是次要方面；理性规定着人的本质和发展方向，在人的认识和实践中始终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起主导作用。离开理性的非理性，其作用往往是消极的。所以，把非理性统一到理性的主导之下，在与理性有机互补中、在理性的指导调解下，才能发挥非理性的积极作用。正如有人的比喻：理性是人的精神家园，非理性是大千世界的精神景观，人的认识和实践，不可能总是固守理性家园，但也不能弃家出走，无节制地去云游四方。

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统一，必须强化非理性的积极作用，弱化非理性的消极作用。非理性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人的活动的“内驱力”上，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它时常妨碍人们卓有成效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导致当今的全球性问题，也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人自身自主意识的盲目无度。

强化非理性积极作用的途径主要有：一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实现非理性与理性的统一。非理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途径是人的实践活动，所以要在实践中培养人的非理性，发挥非理性的积极作用；而且，非理性具有个体性、差异性特点，所以它要在与理性有机的相互补充中获得自己的发展动力。非理性所起积极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要取决于理性的约束和调节。二是建立合理的社会规范。用以约束调节非理性的理性又要依赖于合理的社会规范。每个人都应该按理性和社会规范（法律、道德、风俗习惯等）的要求去实现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否则便会流于动物的低级的本能和欲望。三是加强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教育和培养，塑造现代理想人格，促进人格健康发展。一个具有自信、乐观精神的人往往比一个缺乏自信和悲观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尽管二者在智力上不分上下。但非理性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理性素质。提高人的素质，完善人的本质力量，优化理性与非理性的结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强化非理性积极作用的根本途径。

弱化非理性消极作用的途径主要有：一是建立符合客观实际和主体需要的科学实践观。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所以，必须把客观的外在尺度与主体的内在尺度统一起来，建立科学的实践观，提出兼具价值和可行性的实践目标，防止或减少因盲目行动带来的非理性因素的消极作用和破坏性后果。二是在实践活动中坚持理性的指导。在非理性作用越大的地方，理性就越应深入去指导和约束，以保持和实现其主导作用，尽可能把非理性在实践中的消极作用限制在萌芽状态或最小范围。三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使非理性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统一起来。非理性终究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防止非理性的消极作用自然有赖于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所以，要通过实践协调理性与非理性，发挥理性的主导作用，强化非理性的积极作用，弱化非理性的消极作用，构建一个完整、健康、和谐的人性。在人的现实实践中，理性与非理性本来就是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的。因此，二者的和谐统一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而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也正体现在这个过程之中。

不断实现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统一，也就是不断构建完整、健康、和谐的人性。和谐人性意味着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处于一种有机统一的状态之中，亦即使人性具有了完整性和平衡性的特征。和谐人性的完整性和平衡性是指人性中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充分发挥了各自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并且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和发展。具有和谐人性的人也就是完整的人。正是人格中理性与非理性这“两极”的协调统一、相互作用，成就了人性的完整，也造成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在完整的人性中，理性引导着非理性，使非理性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非理性为理性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和激情，即“内驱力”。要实现在实践中以理性为主导，不断使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和谐统一，达到人性和谐，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人自身、取决于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

总之，坚持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统一，是构建和谐人性的必然要求，进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这里，既要反对理性主义，又要反对非理性主义；既要消除理性极端化的“理性人”现象，又要消除走向非人的极端非理性现象。坚持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统一，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保证。在从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的“两极化”理论发展中，在社会上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失衡的种种现实表现面前，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背景下，深入研究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统一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和谐社会要求人性和谐，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性和谐，必将有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注释：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8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

③《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

④王志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⑤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第97页。

⑥卡尔·雅士贝尔斯：《时代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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